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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语调研究史的回顾来追寻我们对语调认知的发展。从这个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的

趋势，即从形式为先到功能为先的理论思路的转变和从抽象描述到参数生成的研究方法的演进。以这两个大趋势

为主线，我们可以从海量的文献中理出头绪，使今后的研究能集中精力探索真正未知的领域，避免重复性的工作。

在第一个大趋势里，以发现交际功能的编码方式为目标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诸如焦点、陈述 / 疑问、分组 / 标界、情感

等功能的韵律编码规律。而从抽象描述到参数生成语调的发展趋势只是刚刚起步。学界对通过数字建模研究语

调的投入还是很少，一是因为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一般人觉得数字建模不是基础研究的主流。而且，由于参数型

模型不可避免地要模拟表层音高曲线，容易让人担心它会牺牲认知理解所需要的抽象。本文通过对 PENTAtrainer

开发过程的回顾，显示了数字建模跟理论建模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检验语调理论的有效手段。真正有效的理论抽

象必须是能够复现表层细节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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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话语不仅仅用构词造句来表达语义，还通过改变句子的音高模式来传达更多的意义，这些超词

汇的音高模式就是狭义上的语调。但由于词的编码也常常用到音高，超词汇性的音高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

跟词汇性音高模式交互融合，形成表层的语调；所以，语调研究很难脱离词调而单独进行。另外，除了音高，

广义上的语调还可以包括音长、音强和嗓音型的变化。所以，本文综述的语调研究虽然是以讨论超词汇的

音高变化模式为主，但也会涉及声调、词重音和边界标注等多个与韵律相关但不一定全靠音高编码的功能。

语调研究已有极为丰富的历史，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充分详述，而且中外都已有很多综合性论著（Botinis, 

Granström & Möbius, 2001[1]; Cruttenden, 1997[2], 2001[3]; Barnes & Shattuck-Hufnagel, 2022[4]; Xu, 2015[5], 

2019[6]）。所以，本文意在用有限的篇幅，通过追踪语调研究的历史走向，探讨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使今后

的研究有所参照。

语调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是从形式为先逐步走向功能为先的理论思路；发展趋势之二，是从描述型理

论逐步走向参数型理论。这两个发展趋势并不完全独立，而是在多个节点上有交集。另外，在这两个大趋

势之下，还有许多具体方面的考虑，如生理、物理因素对语调的影响，语调的感知、习得、教学、病理，等等。

这些语调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不完全孤立于语言学的其他方面，而是反映了整个语言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

逐步从一个文、哲学科走向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下面每一节的讨论，都将首先从国际上的语调研究的发展

说起，并以之为理论背景，再延伸到汉语语调研究的相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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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形式为先到功能为先

所谓形式为先，就是直接用观察到的音高模式定义语调的成分和结构，然后再考虑这些成分和结构可

能包含哪些意义。功能为先则是一开始就以交际功能为起点，逐个探讨每个潜在的功能是否和如何用音高

模式来编码，以及多个功能如何同时编码，并且最终仍以功能来定义语调的范畴和成分。回看语调研究的

历史，早期的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形式为先的，这主要是因为语调研究的最大难点是缺乏参照系（Pier-
rehumbert 1980[7]，2000[8]；Xu，2015[5]），即无论普通人还是语言学家，都很难像对待词汇一样，对语调的基

本单元作出肯定的判断。所以，早期的语调研究不得不首先通过听辨和基频的声学显示来观察各种音高模

式，然后给他们各自命名、归类，如高、低、升、降，等等。随后就把这些模式认定为语调的单元，并把它们贯

穿起来形成语调体系。在这样的语调体系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探讨语调单元与交际意义的关联，这种看

起来好像不可避免的思路，不仅贯穿了早期的主要语调研究，而且是到目前仍具影响力的几个最大语调学

派的基础。

（一）形式为先的理论

1. 调核分析（nuclear tone analysis）
调核分析始于 Palmer（1922）[9]，后来经过 Kingdon（1958）[10]、O’ Conner & Arnold（1961）[11]、Halliday

（1967）[12]、Crystal（1969）[13]、Brazil（1980）[14]、Cruttenden（1997）[2]、Wells（2006）[15] 等人的探索，得到

进一步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和外语教学（Nolan, 2022[16]; Romero-Trillo, 2012[17]）。该学派认定，英语

的语调首先是分为一个个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其中，每个语调短语都必须且只能有一个调核（nu-
cleus），即该语调短语里的最后一个带音高重音的音节（accented syllable）。调核必须落在重读音节（stressed 

syllable）上，并且音高有大幅度变化，所以要用像蝌蚪一样的符号来标注，蝌蚪的尾巴代表音高变化的方向。

如图 1 所示，调核之前可以有调头（head），涵盖第一个重读音节到调核前的所有音节；调头之前的非重读音

节属于调前头（prehead）（Kingdon, 1958）[10]；调核之后的音高曲线则都属于调尾（tail）。

图 1  传统英国学派的调核分析法模型

2.AM 理论 / 语调音系学 /Pierrehumbert 模型 /ToBI
AM 理论的名称来自 Ladd（1996）[18]。在此之前，它主要以 Pierrehumbert 模型而知名，这是基于 Pier-

rehumbert（1980）的博士论文而形成的。这一学派最早是基于美国语调研究的传统。美国学派成长于音位

学理论快速发展的时代，所以，其主流的语调理论从一开始就着力于建立一个音高音位（pitch phonemes）体

系。其早期的系统定义了四个音高等级（Pike, 1945[19]; Trager and Smith, 1951[20]），由此建立的调位系统相当

复杂。Pierrehumbert 则效法后来盛行的两分法，在博士论文里把美国英语的调位简化为只有高（H）和低（L）
的两级对立。

虽然 Pierrehumbert 在博士论文里强调她的系统跟英国学派很不相同，但在比较了许多语调理论之后，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体系在许多方面很相像。首先，两者都认定每个语调短语都必有一个调核，或核心

音高重音（nuclear accent）；不同的只是 AM 理论在调核之外还加了短语调（phrase accent）、边界调（boundary 

tone）等单元。其次，AM 理论用一个有限状态语法来限制音高重音的数量。最后，Pierrehumbert 还提出了

用直线插值、下垂线插值以及调域调节、语音实现等一系列跟表层基频（ f0）曲线对接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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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是 autosegmental-metrical（自主音段 - 节律）的缩写，其中的节律部分是用来代表重音的，而重音

决定了音高重音落在哪个音节上。不过，正如 Pierrehumbert 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承认的，她对 AM 理论的节

律部分如何跟音高部分结合以及“metrical tree of the text”是否绝对必要并不是很清楚。对这个问题的疑惑

实际上已经表明，以形式为先的思路难以解释形式的来源。而来源问题不解决，理论的预测力就有限了。

Pierrehumbert（1980）在博士论文里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她如何实施形式为先的原则：“在已有文献里，判

断哪些语调模式在语言学上相互对立，哪些是同一模式的变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观察到的 f0 曲线

特征，归纳出一个音系学表达体系；该体系归纳出来之后，下一步再比较这些音系学区别模式的用途。与之

相反的方法是，首先辨识不同语调模式是转达相同还是不同的意义；然后再建立一个音系学体系，其中给相

同的意义赋予同一底层表达形式，给不同的意义赋予不同的表达形式。……本论文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

并且只限于第一种方法的第一步。”[7]59 直到 10 年之后，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1990）[21] 才提出一套

方案，给音高重音赋予意义，使之变成语调语素。不过，这个方案并没有给已经定了型的 AM 体系带来任何

结构上的变动；所以，AM 理论是典型的形式上一锤定音、意义上事后补救。

图 2  AM 理论对图 1 语例的语调标注

3. 其他符合形式为先原则的模型

另外还有许多模型，它们虽然没有像 AM 理论和调核分析法那样形成一整套有广泛影响力的音系系统，

或在二语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基本思路也是形式为先的，那就是一开始先建立某种音高模式的描述

系统，然后再试图把该描述系统跟功能和语义联系起来。它们描述的对象有的是音高转折点（Hirst, 2005[22], 

2022[23]），有的是音高的峰（Taylor, 2000[24]），有的是转折点之间的连线（'t Hart et al., 1990[25]），有的是音高峰的

上限和音高谷的下限（Gårding, 1987[26]）。其共同特点是，它们对描述对象的设定首先是基于描述的方便，其

次才考虑背后可能的发音或感知原理。IPO 学派（'t Hart et al., 1990[25]）的模型是先把表层音高曲线简化为感

知上可以接受的一段段直线，把这些直线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格局模式，然后就可以按格局模式形成一套语调

语法。Hirst et al.（2000）[27] 的语调系统首先用 MOMEL 模型来简化音高曲线，并通过二次条样函数（quadratic 

spline）来平滑地衔接相邻的音高转折点（target point）；然后再用 INTSINT 来代表表层音系学层次，其里面的

符号描述每个音高目标的位置相对于前一个音高目标的走向，或上升，或下降，或持平；最后，再把 INTSINT
层次的单元跟语调音系层次的单元对接，而语调音系层次又由 H、L、intonational unit（IU）等一系列单元构成，

只有这些“底层”的音系学单元才最后跟诸如强调、疑问、节奏等功能对接起来。Taylor（2000）[24] 的 Tilt 模

型假设语调是由一个个音高峰链接而成，而该模型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音高峰参数化。但是，Taylor 的研究最

后并未完成如何将参数跟功能对应的工作。

4. 形式为先原则在汉语语调研究中的应用

由于汉语是声调语言，我们很容易在概念上把声调和语调分开，而且这种分离首先是基于功能而不是

形式。但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我们有时还是躲不开形式为先的诱惑，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容易集中注意于

从形式上可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不过，常被忽略的不光是功能，还有发音机制，后者在下面会有更深入的讨

论。其次就是常常受到国外主流理论的影响。例如沈炯（1994）[28] 就把英国学派的调核分析理论的调冠、

调头、调核、调尾概念以及 Gårding（1987）[26] 的高、低音线概念都引入了汉语语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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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典型的形式为先的理论都是把表层形式直接定义为音系学单元，如调冠、调

头、调核、调尾、音高重音、调核重音、边界调、音高上线、音高下线，等等。这些单元有确切的形式定义，但功

能定义却相对模糊。换言之，在这个思路里，形式语调单元是第一性的实体，而与之相对应的交际功能则是

第二性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对应常常是不直接的，例如焦点要通过一套复杂的投射规则才能跟音高重音联

系起来（Ladd, 2008）[29]。

（二）功能为先的理论

功能为先的前提假设是，语言是一个传达意义的信号系统，而意义主要是通过多个交际功能来表达的，

语音则是交际功能的编码；所以，语调是某些交际功能在音高维度上的编码。功能为先的思路就是以探索

具体的交际功能为起点，逐个考察各种功能如何通过语调来编码；并在编码方式确定之后仍以交际功能来

命名和定义语调的编码，而不是把编码用的音高模式组成一个自主的、可以脱离功能而存在的系统。这种

功能为先的思路，实际上是符合语言学上已被普遍接受的音位原则的。那就是，考察一个语音系统，首先要

确立哪些语音差别是能分词辨义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能分词辨义的差别就叫音位差别。例如，在

英语里，[ f]/[v] 之差可以将 ferry 和 very 这两个词区别开来，所以，这两个辅音在英语里就被认为是不同

的音位；相反，英语里的 /r/ 有许多变体，如 [ ɹ][ r] 甚至 [R]，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但因为不能区

别词，就被认为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所以，一个音段的音位归属取决于它能否用来分词，而不取决于它

的形式。换言之，分词是交际功能，音位只是用来分词的语音编码而已。如果要把音位原则用于语调，就首

先要问，有哪些跟分词类似的交际功能是用音高来编码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1. 功能为先之难

许多有关语调的论述和研究其实都带有功能为先的色彩，如焦点语调、疑问语调、边界调，等等。但是，

在研究过程中或构建理论时，它们总是难以摆脱形式为先的压力。回看语调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做到功

能为先的确有很多难处。

首先，在研究过程中，人们一旦观察到某种似乎有规律的形式，就会觉得有必要马上给它命名，以方便

进一步的讨论。例如，调核分析和 AM 理论都是基于对一些功能语调的观察，尤其是焦点语调，但由于过于

关注形式，一些研究者在观察到焦点处的一些显著的音高表现后，就立刻将之定为独立的语调单元，而不是

顺藤摸瓜、全面考察焦点语调的整体表现，因此未能发现后面将要讨论的焦点后压缩现象。

其次，对表层音高曲线的视觉审视在相当程度上使语调研究更为困难，因为表层音高曲线跟底层交际

功能的关系太不直接了（Xu, 2004a）[30]，所以很多探讨只好知难而退。例如前面谈到的 IPO 学派（'t Hart et al., 
1990）[25]，虽然他们已经找到了许多感知上完全相似的直线音高模式，但是难以把它们跟具体的交际功能对

应起来。Pierrehumbert（1980）[7]干脆就把她建立的语调音系系统跟意义的关联推给未来的研究。Hirst（2005[22], 

2022[23]）、Kohler（1991[31], 2005[32]）等体系一直非常强调交际功能的重要性，却无法建立一套能把底层功能跟

表层音高曲线链接起来的系统。Taylor（2000）[24]、Fujisaki（1983）[33]、van Santen（2005）[34] 都建立了可以相

当精确地生成表层音高曲线的模型，却也无法把生成曲线的参数跟具体的交际功能挂上钩。

再次，难以厘清词重音和语调的关系。一个经典的例子是，Fry（1958）[35] 用严格控制的实验发现，英

语的音高是比时长和音强更有效的词重音感知音征，5 Hz 的音高差别就足以在感知上造成轻重音的清晰对

立。然而，这篇文章后来多遭诟病，因为它未能解决词重音跟语调的关系。同样，由于没有把词重音、焦点

和陈述 / 疑问的交互作用分开，Kochanski et al.（2005）[36] 居然得出结论说，重音与音高无关。

2. 考虑功能的理论

有一些语调模型或理论对交际功能有认真的考虑，并有不同程度的强调。Fujisaki 模型分了音高重音

（pitch accent）和短语重音（phrase accent）两个层次，其中前者在日语里属于分词功能，但后者却被用来涵盖几

乎所有超词汇的功能，所以它不能算完全功能为先的模型。还有 Hirst（2005[22], 2022[23]）的语调理论对凸显、

分界等交际功能颇有强调，但在建立语调模型时，却无法把功能跟具体的音高曲线关联起来，他的 MOMEL
模型只管如何代表基频曲线。而 INTSINT 则是一个通用语调标注系统；然后，INTSINT 还要跟音系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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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最后，音系学单元才能跟交际功能对应。

Kohler（1991[31], 2005[32]）提出的 Kiel model 在理论上非常强调交际功能，他把该模型的最终目标定为

确定德语韵律的所有交际功能，并把它们与涵盖上下文及个人变体的区别性韵律特征联系起来。但是，该模

型的核心部分是用对音高曲线的描述来搭建一个语调音系系统，其中的关键单元是音高重音（pitch accent），

而与之对应的交际功能是凸显（prominence）而不是焦点（focus），这就涉及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凸显

跟焦点是什么关系？以及哪一个是真正的交际功能？或是两者都是交际功能。这在后面回顾研究具体功

能的历史时会展开讨论。

3. 全面功能为先的理论

（1）SFC 模型

SFC（superposition of functional contours）是 Bailly & Holm（2005）[37] 提出的模型。其基本假设是，表层

语调同时传达多层次的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功能，其中包括：分段、分层、强调和态度。其每个功能都对

应一条底层音高曲线，这些底层音高曲线叠加之后就形成了表层语调曲线；这些曲线的长度不一，但都以音

节为单位；每个音节的曲线都由前、中、后三个音高值定义。但这些音高值都是通过机器学习从实际语音里

提取的，而不是在模型里被赋予诸如高、低、升、降这样的形式定义。所以，SFC 模型里的韵律单元都是由功

能定义的，而其形式值则来自实际的语音数据。

（2）PENTA 模型

PENTA 的全称是“平行编码及目标趋近”（Parallel Encoding and Target Approximation）（Xu, 2004b[38], 

2004c[39], 2005[40]），与 SFC 相似，PENTA 也是一个全面功能为先的模型；但不同的是，PENTA 中还包含了

目标趋近的发音机制。图 3 是 PENTA 的概念流程图。左起的第一个模块代表由语音传递的各种交际功能，

这些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即相互之间没有统领关系；第二个模块代表与各种交际功能对应的编

码方案；这些编码方案规定了第三个模块里的发音参数，即音高目标参数；这些参数则控制着第四个模块所

代表的目标趋近的生物力学发音过程，而该过程最终生成表层的连续音高曲线。可以看到，音高目标的各

个参数都可以分别调节，而且每种调节对音高曲线都会有显著影响。但是，交际功能并不直接控制表层的

声学特征，而是借助各自的编码方案来参与对音高目标的控制，并最终实现为表层音高曲线。音高目标的

参数也是要通过机器学习从实际语音里提取，而不是在模型内部被赋予任何形式定义。所以，跟 SFC 模型

一样，PENTA 里的韵律单元也都是由功能定义的，而其形式赋值则来自实际的语音数据。

图 3  PENTA 模型

PENTA 模型提出后受到 AM 学派的多次批评。其中，Pierrehumbert（2022）[41] 在对 PENTA 的评价里

提出了最本质上的质疑，即 PENTA 模型里没有包含一个类似于音系的层次。而音系层次的最大特点是：（1）

意义跟形式相联的任意性；（2）形式单元可以重复使用。在第一点上，PENTA 并没有假设交际功能必须根

据其内在的意义决定编码方式，所以两者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任意的。对于第二点，关键的问题是，语言里究

竟有没有可以重复使用的语调单元，如高、低、升、降，等等。Pierrehumbert 认为是必须有的，可以以音段音

位为证。因为任何语言里用元音、辅音（或声调）区分的单词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所以只有把元、辅音

范畴化才能把分词的编码限制在几十个，这样才易于儿童习得。但是，这个论点刚好说明了语调和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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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首先，虽然音段音位要区分的词有数十万之多，但它们都同属于一个单一的功能，即分词。同一原理

如果扩展到语调，譬如焦点这个功能，它里头又有多少个性质等同的单元呢？顶多有焦点前、焦点处、焦点

后三个区段，每处的音高模式又各不一样（详见后述）。更为重要的是，用于焦点编码的音高模式是不能重

复用在其他功能上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把焦点处的高 H 重复用在分词上去代表声调里的 H，因为两者不

仅功能性质不同，实际的音高值也很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音高单元是可以跨语

调功能重复使用的，也没有发现在同一语调功能内可以用同一值来代表的不同单元。

Arvaniti & Ladd（2009）[42]、Arvaniti（2022）[43] 则一再指责 PENTA 的致命错误是把交际功能跟表层音

高曲线直接挂钩。图 3 就明确显示，交际功能跟表层音高曲线的联系是非常不直接的，因为它至少要跨过

平行编码、编码方案、目标趋近三个环节（Xu, 2004a）[30]；所以，任何表层曲线都不可能跟某一特定的交际功

能或音系学单元直接对应。相反，在 AM 理论里，音高曲线的峰和谷反而是跟有表层值的音系单元 H 和 L
直接对应的（Pierrehumbert, 1980）[7]。

4. 对汉语语调功能的探讨

由于汉语是声调语言，几乎所有的汉语语调模型都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声调跟语调的关系。这种前端分

离，正如前边已说过的，本身就已从概念上把分词功能跟超词汇的语调分离开来了。而基于非声调语言的

模型，包括调核分析和 AM 理论，大多是把分词功能跟语调功能混在一起的，所以才需要一些特殊规定，如

音高重音只能落在重读音节上。其后果是，调核分析和 AM 理论一类的模型几乎无法用于声调语言。因为

像 H、L 这样的音系学单元，一旦用来代表声调，就很难再代表音高重音。由于调核和音高重音在这类理论

里被等同于焦点，它们也就难以用于描述声调语言里的焦点语调。

所以，几乎所有的汉语语调模型都至少是部分功能为先的，即首先把声调和语调这两个功能分开，认为

语调是在基本保证声调曲线的前提下对音高作进一步调整的产物。如 Chang（1958）[44] 就提出成都方言

的语调凌驾于整个句子之上，并对声调做出调节。Chao（1968）[45] 还考虑到了表情语调、句终语调。沈炯

（1985[46], 1994[28]）则从功能上把句重音分成语势重音、强调重音和对比重音，把句型语调分为陈述、疑问、

感叹、祈使等类型。石锋（2021）[47] 的韵律格局理论则用焦点、句型等功能为语调分类。

虽然语调研究已广泛意识到功能的重要性，但很少有像 SFC 和 PENTA 模型那样系统地用功能为语调

模式分类，并有一套算法跟表层音高曲线最终联系起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参数化的语调模型。而

语调的参数化则是语调研究史上的另一条主线，它更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从抽象描述到参数生成

所谓描述型理论，就是以标注的方式对音高模式做分类、命名；而参数型理论则是通过数字建模，用连续

性参数导出实际的音高曲线。跟其他许多科学领域一样，早期的语调研究由于技术手段有限，不可避免地要

先从描述性工作开始，而且只能是口耳之学。所以，给观察到的语调现象命名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仪器直接测量音高，并能把连续的音高曲线做成图来仔细考察。尽管如此，许多理论

还是倾向于把测量到的音高转记为有命名的标注，如高、低、中，或 5 度值，等等。有的讨论甚至把有无标注系

统作为衡量一个理论优劣的重要尺度，以至试图将参数模拟音高曲线的模型作为理论低劣的范例。如 Arvan-
iti（2022）[43] 就对 Fujisaki 模型和 PENTA 模型有这样的评价：“那些模型的重点是忠实地再现音高曲线，例如

Xu 的 PENTA（Xu 2005[40]）和 Fujisaki 模型（Fujisaki 2004[48]）。这样的模型在 f0 建模上可以非常成功，但在语调

建模上就不一定很成功，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对语调的原则性描述，只能对它们作事后模拟。”尤其是语调音系

学的兴盛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种视参数化为有害的学术气氛，以至于 Taylor（2000）[24]1710 在

发表 Tilt 模型时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们觉得用连续参数音系代表音系单元是完全合适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在走向成熟时都会变得更加数字化，语调研究也不会例外，关键是如何实现有理

论意义的数字化。回看已有的各种语调参数化方案，发现其难点在于如何做到既保证对音高曲线的精确模

拟，又让模型具有预测能力。在这个大方向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具体发展趋势：一是从概念参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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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字参数式模型；二是从模拟个例音高曲线到预测性语调的生成；三是从直接模拟音高曲线到首先模拟

发音机制。

（一）从概念参数到数字参数

很多语调模型都在概念上试图将语调参数化，但是并没有让这些概念形成能够生成具体音高曲线的数

字系统。赵元任（1933）[49] 就提出，句子中的声调是两个因素的代数和，一个因素是本字调，一个是句调本

身。他（Chao，1968）[45] 提出“可将音节的声调跟句子的语调比作小波浪跨在大波浪上面。实际结果是两种

波浪的代数和。正加正数值增大，正加负则减少”。他在《国语语调》（1935）[50] 中还提出用“橡皮带效应”

解释句子调域和情感对声调的影响。Gårding（1993）[51] 的上、下线和调域转折点的概念也是试图描述音高

曲线的具体高度，而不是把它们转注为范畴型单元。

另外，Thorsen（1980）[52] 的丹麦语语调模型也是一个在概念上把语调参数化的模型。她把语调分为词

调和句调两个层次，词调的音高取决于所在音节是重音、非重音，还是非重音单音节词，句调分为无标记疑

问句、倒装词序疑问句、陈述句，表层音高曲线是由词调和句调叠加而成的。

沈炯（1994）[28] 提出了“声调音域”方案：“最好把声调音域分成两个音区，即高音区和低音区。用这两

个音区来说明的声调特征就是高音特征和低音特征。它们的实际音高用高音点和低音点的实测数据来表

示。声调音域的变化可以从这些对偶关系里反映出来。在许多音节组成的语句里，把这些高音点和低音点

分别连接起来，就得到全句的高音线和低音线。这两条音高极限构成了语句的橡皮带，汉语语调就是借助

它们表现出来的音高形式。音高边缘线的错位，使相邻声调音域之间出现音高断层。高音线的突变跟语势

重音有关，节奏重音则主要靠低音线下移来形成。语势重音和节奏重音对边缘线的调节，是相邻音节之间

的事。语调是在它们基础上的全句性调节。”

吴宗济（1997）[53] 从声调和乐律的关系提出用移调规则来处理普通话语调，即“可以先根据一位发音

人的平叙句的平均基调（根据此发音人平叙句语调统计定值，相当于作曲的旋律基调），设定一系列短语变

调模式。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对语句中某些需要着重或减轻的短语调群，增减其调值，使其达到目标语调的

要求。这样，一切语调就都可以从一个平叙句的基础调型来‘生成’了。在一般语境下，说话人的语调上限

可由意识的语气强弱来定，而下限则是由不自觉的本语系的音系规则来安排的。这是以调阈上限为基调的

说法；如果以下限为基调，则上限也可由音系规则来安排。换言之，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调域高度由语气

强弱决定，而调域宽度则由音系规则安排。”

以上这些模型虽然提出了各种方案，但并没有把它们付诸实施，即形成一套数字操作系统，并从语料中

提取参数，然后用提取的参数通过模型生成表层音高曲线，再把生成的曲线或者跟实际曲线相比，得出吻合

度，并用于语音合成，从而可以让人来判断其清晰度和自然度。

（二）从模拟个例音高曲线到预测性语调的生成

说到语调的数字模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是个例模拟，还是预测性语调生成的问题。所谓个例模拟，就

是用某种参数系统去优化匹配一个个具体的音高曲线，也叫再合成（resynthesis）；而预测性语调生成则是用

事先训练出的参数预测新的音高曲线，不再经过重新优化匹配。当然，任何参数语调模型都至少要能模拟

个例音高曲线，因为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预测性语调的生成也就无从谈起了。

模拟个例音高曲线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原始音高曲线里的点数，然后把剩余的点用直线连起来。

前面已经介绍过的 IPO 模型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也以 Stylize pitch 为名内装在 Praat 软件（Boersma, 

2001）[54] 里，作为一种音高分析的方法。由于只是对原始音高曲线的精简再现，这样的模拟只有最初级的

预测力。预测力略高一步的是多项式模拟。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复杂的曲线都可以由一个足够阶数的多项

式函数完美地表达，该多项式的参数就可以视为那条音高曲线的预测参数。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较低

阶数的分段多项式来模拟音高曲线，这已用于很多语调或声调研究（Andruski & Costello, 2004[55]; Gandour, 
Tumtavitikul & Sattharnnuwong, 1999[56]; Grabe, Kochanski & Coleman, 2007[57]; Hirst, 2005[22]; Liu, Surendran 

& Xu, 2006[58]）。但跟 Stylize pitch 一样，从模拟个例音高曲线得到的多项式参数，很难用来模拟其他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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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曲线，所以其预测力也很有限。

另外，Pierrehumbert（1981）[59] 提出可以用直线或悬垂抛物线（sagging parabolic line）来连接标注为 H
或 L 的音高峰或谷，这样就可以用很少的具有音系学意义的参数来模拟个例的音高曲线。但在这种模拟中，

唯一的预测成分是连接的直线或抛物线，因为峰和谷的值都直接来自原始音高曲线，所以没有任何预测，这

恰恰符合 Arvaniti（2022）[43] 所批评的“事后模拟”。可惜的是，在 AM 理论学派里，没有人继续研究如何增

进该模型的预测力。反倒是 Lee & Xu（2014）[60] 和 Lau & Xu（2019）[61] 根据 Pierrehumbert（1981）[59] 用

Praat script 为 AM 理论建模，发现它可以达到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其精确性随着预测范围的增加而降低，而

且总精确性低于 PENTAtrainer（Lau & Xu, 2019）[61]。Tilt 模型（Taylor, 2000）[24] 也试图用很少几个参数模

拟音高曲线上的尖峰，然后用直线连接相邻的峰。但 Sun（2002）[62] 通过测试发现，虽然 Tilt 模型可以做大

规模的预测，但其精确度和感知自然度都低于更简单的三点模型（Black & Hunt, 1996）[63]。

（三）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

以上的直接模拟音高曲线的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线性模型。所谓线性模型，就是假定每

个时间段都只有一个语调单元，所以模型只需做到直接分段模拟音高曲线。与线性模型不同的是叠加式模

型，它们假设语调是由不同层次的单元叠加而成的。赵元任的大波浪加小波浪说就是一个概念上的叠加模

型。另外，Thorsen（1980）[52] 的丹麦语语调模型也是一个概念式的叠加模型。而最广为人知的数字叠加模

型则是 Fujisaki（藤崎博也）模型（Fujisaki, 1983[33], 1988[64]）。它把语调分为音高重音命令（accent command）
和短语命令（phrase command）两个层次，它们各自生成一条连续的音高曲线，然后两者相加形成最表层的音

高曲线。其他的叠加式参数模型还有 SFC 模型（Bailly & Holm, 2005[37]）和多层次单元序列模型（multi-level 
unit sequences）（van Santen et al., 2005[34]）。

一般说来，线性模型用来体现形式为先的理论比较容易，因为其基本前提也是表层音高曲线跟语调单

元的直接对应。但是，用线性模型来体现功能为先的理论却很难。例如，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线性模型能够

很好地模拟声调和语调对表层音高曲线的共同影响。即使对于非声调语言，多重交际功能的影响也只能用

模型之外的机制来模拟。例如，AM 模型虽然也认为语调音系单元要受调域、基线、重音层级结构等功能因

素的多重调节，但并没有把这些因素融入参数模型的核心部分。

叠加模型的前提是认定表层音高曲线来源于共时存在的多层次的音高曲线，所以容易在理论上用不同

层次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不过在实际建模时并不那么简单，其中一个重要分歧是要不要在建模时模拟发

音机制以及如何模拟。

（四）对发音机制的模拟

语调建模是否要模拟发音机制首先取决于它对音高曲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影响不大，就可以忽

略不计，但如果影响很大就有必要认真考虑。已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音节，发音时改变音高的速度是很慢

的（Ohala & Ewan, 1973[65]; Sundberg, 1979[66]; Xu & Sun, 2002[67]），即使最小的音高变化也需要约 100 毫秒

的时间（Xu & Sun, 2002[67]），而音节在语流中的平均时长为 143-200 毫秒（即每秒 5-7 个音节）。所以，即使

两个音高单元的高度之差非常小，也至少需要半个音节的时长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过渡，而更大的幅度需

要的过渡段就更长了。因此，表层音高曲线其实大都是由音高单元之间的过渡构成的。这意味着发音机制

不仅不能忽略不计，反而是语调建模的一个关键。

不过，模拟发音机制绝非容易，认真尝试的努力非常之少，到目前为止提出的可运行的模型只有 Fuji-
saki（1983）[33]、Stem-ML（Kochanski & Shih, 2003）[68] 和 qTA/PENTA（Prom-on et al., 2009[69]; Xu & Prom-

on, 2014[70]）。模拟发音机制之难，从 Fujisaki 模型的测试经历上可略见一斑。Tilt 模型（Taylor, 2000）[24]

和 SFC 模型（Bailly & Holm, 2005）[37] 的作者，都是在对 Fujisaki 模型做实际测试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Bailly, 1989[71]; Taylor, 1994[72]），才决定自己另建不包含发音机制的模型。而 Fujisaki 对自己模型的测试，

也一直是通过手工调试个例句子的命令参数（Fujisaki, 1983[33], 1988[64]），所以效率极低。Mixdorff（2000）[73]

提出了一种自动提取 Fujisaki 模型参数的算法，但 Raidt et al.（2004）[74] 发现，用它合成语调还不如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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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机制的 SFC 模型好。由此可见，开发有充分预测能力的发音机制模型并非易事。

模拟发音机制之难在于需要考虑音高控制的几个关键方面，缺一不可：（1）基本发音原理；（2）底层单

元；（3）基本生理特征；（4）控制的时间范围；（5）非核心的机制。

关于基本发音原理，Fujisaki、Stem-ML 和 qTA 有相似的假设，即由于音高的改变不可能在瞬间实现，

所以，表层音高曲线不可能是底层音高目标，而是在接近底层目标过程中生成的音高变化轨迹。因此，模型

设计中既要有底层音高目标，也要有接近目标的机制；而且，对目标的形式和时域、接近目标的方式和方向

也要有规定，表 1 列出了三个模型在这些方面的同异。
表 1  Fujisaki、qTA、Stem-ML 模型的比较

Fujisak qTA Stem-ML

目标形式 水平音高 带斜度直线音高 复杂音高曲线

目标时域 半音节、重音、短语 音节 短语

目标层次 双层次 单层次 单层次

接近机制 趋近 + 离去 趋近 最大平滑

接近方向 从左至右 从左至右 左右双向

由表 1 可以看出，Fujisaki 模型只有水平音高目标，因此，如果声调是动态的，如普通话的阳平或去声，

就需要由两个高低不同的水平目标来构成（见图 4，Fujisaki et al., 2005）[75]；qTA 模型的目标形式是带有不

同斜度的单一线性目标，其依据是，动态声调最稳定的特征为调尾速率（Xu, 1998[76], 2001[77]），跟双元音的

动态特征相类似（Gay, 1968[78]; Xu A 2025[79]）；而 Stem-ML 模型的目标形式是复杂音高曲线。

图 4  Fujisaki 模型如何用音高重音命令模拟普通话声调（略去图例说明）

在目标时域上，Fujisaki 和 Stem-ML 模型都允许灵活的时域。Fujisaki 模型在“小波浪”层次里的每个

目标，或对应于整个音高重音，或对应于比音节还小的单元，所以，一个声调可以有 1-2 个命令，而且各命令

所占时间也是灵活的；在“大波浪”层次里的时域也完全是灵活的，只是每个时域都很长。同样，Stem-ML
模型里的复杂音高曲线的时域也是完全灵活的。目标时域灵活的好处是在个例曲线匹配时容易达到最优

化，但弱点是自由度太高，增大了实现预测的难度。在 qTA 里，目标时域则是固定的，它是包括声母和韵尾

的整体音节。以音节为目标时域的依据，一方面来自对声调的系统考察（Xu, 1997[80], 1999[81]）；另一方面来

自音节的声、韵、调同步假说（Xu & Liu, 2006[82]; Xu, 2025[83]），即音节的本质就是声、韵、调同时开始向各自

目标趋近的动作，以使大脑对发音动作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每个音节都必须有自己的音高目标，无论该

语言是否有声调。

在目标层次上，Fujisaki 模型分音高重音和短语两个层次，而 qTA 和 Stem-ML 都只有一个层次。双层

次的好处在于可以同时表达两个功能，但缺点是自由度太大，而且与模拟发音机制的本意相矛盾。目标趋

近之所以需要时间，是因为在发音时要克服物理和生理的惯性。但惯性不只是作用于产生音高的喉头，也

作用于产生元、辅音的声道，所以不可能先发一个没有音高的元、辅音音节，再先后克服两种不同的喉头惯

性生成两条底层曲线，然后再把两者相加，并把叠加好的音高曲线附加在音节上。而 qTA 模型的假设是，每

个音节必须且只能有一个音高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趋近跟整个音节的发音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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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接近机制上，Fujisaki 模型的每一个命令既包括趋近目标的动作，也包括离目标而去的动作。这

等于假定目标趋近往往是达标的，所以还有剩余的时间离开目标。但已有的研究表明，目标趋近经常因为

时间不够而不能达标（Xu & Prom-on, 2019[84]; Xu & Sun, 2002[67]），所以没有剩余时间做离开目标的动作。

而且，即使有充分的时间，发音动作也会主动放慢，以防止超过目标（Xu, 1998[85], 2025[83]; Xu & Prom-on, 

2019[84]）。所以，qTA 的假设是，在目标时域内，只有趋近的动作，并且常常不达标。Stem-ML 模型的基本

机制是目标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受到相邻目标的同化作用，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该点跟相邻目标的距离，

距离越近，同化越重（Kochanski & Shih, 2000）[86]。

最后，在目标接近的方向上，Fujisaki 和 qTA 模型里都只有从左至右的目标趋近，而 Stem-ML 模型则假

定有双向的同化。这种双向同化的发音机制并不清晰，因为很难想象喉头肌肉可以同时朝两个相邻音高目

标分别发力，也难以想象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计算目标里的每一个点离相邻目标里的各个点有多远。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模型里， qTA 的原理相对简单，自由度也较低：目标时域固定于音节，每

个音节只有一个带斜度的直线音高目标，目标的实现只靠单向的趋近，目标之间既无缝隙，也无交错，而且

只有一个层次的音高目标，所以，qTA 的数字模型（qTAtrainer）很容易就实现了大规模自动提取个例音高的

目标参数（Prom-on et al., 2009）[69]。不过，qTA 只解决了个例音高曲线的匹配，而更重要的是解决音高曲线

如何同时表达多个交际功能的问题。PENTA（平行编码目标趋近） 模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五）PENTA：含发音机制的多功能平行编码模型

前面已经初步介绍过的 PENTA（图 3），最早是以概念式模型提出的（Xu, 2004b[38], 2004c[39], 2005[40]）。它

以每个音节在发音时只能有单一音高目标为前提，试图解决如何用单一音高目标同时代表多个交际功能；其

不同交际功能分别对应一套编码方案，每个方案都对以音节为单位的音高目标施加影响；最后，受到多功能影

响的音高目标由目标趋近模型生成表层音高曲线。由于 qTA 模型的提出（Prom-on, et al., 2009）[69]，PENTA 得

以形成参数化的模型（Xu & Prom-on, 2014）[70]，并且发展出以 Praat 脚本为形式的 PENTAtrainer 软件 a。

参数化的 PENTAtrainer 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一个概念版模型没有厘清的要点，即如何实现序列式编码。

首先，跟 SFC 相似，每个交际功能都有自己明确的管辖时域和内部分区。但跟 SFC 不同的是，不管该功能

外部时域的大小以及内部如何分区，其影响力最后都要分别落实到一个个以音节为单位的音高目标上。所

以，如图 5 所示，我们需要从语料中提取的只是一系列多功能的音节音高目标（图 5 底部）。[70] 在合成语

调时，我们只需知道每个音节载带的功能是什么，就可以启用该多功能音高目标为合成参数，实现预测性语

调合成。PENTAtrainer 目前已用于英语（Liu et al., 2013）[87]、日语（Lee & Xu, 2015[88]; Lee, Xu & Prom-on, 

2014[60]）、波斯语（Taheri-Ardali & Xu, 2015）[89]、阿拉伯语（Alzaidi et al., 2023）[90] 和萨沃萨沃语（Savosavo）
（Lee et al., 2023）[91]。

图 5  PENTAtrainer 如何把多层次的交际功能落实在以音节为单位的音高目标上

虽然 PENTAtrainer 已可以用有功能标注的语料库学习和预测语调，但还无法做到没有功能标注也能学

a http://www.homepages.ucl.ac.uk/~uclyyix/PENTA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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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功能语调参数。其关键的难点还是本文开始就提到的缺乏参照系的问题。如果语料库的文本标注不包

括语调功能，就无法用语料库来训练语调模型。所以，如何实现自动标注语调功能将会是使语调建模更上

一层楼的一个主要课题。

三、几个主要交际功能的语调编码

以上回顾的是语调研究史上的几个大趋势，其中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从形式为先走向功能为先。本节将

总结两个已被确认是以音高模式为主要编码手段的交际功能，即焦点和陈述 / 疑问；以及两个不主要用音高

编码的交际功能，即分组 / 标界和情感。之所以只总结这些功能，是因为学界对它们已有较多研究，并有较

可靠的发现。还有很多交际功能的编码研究还不够多，这里只能简单提一下，如话题、插入信息以及英语的

反驳语调，等等。

（一）焦点

1. 焦点的定义

焦点研究的历史进展十分曲折。首先，在定义问题上至今尚无共识。从功能上看，跟焦点对应的概念

是强调（emphasis），即说话人在语句中刻意彰显的某个部分；但是，焦点常常会跟另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概念

混淆，即凸显（prominent），因为后者能同时涵盖词重音，并外加其他一些诸如非重读音节等现象。但是，凸

显会把焦点的功能模糊化，如词重音的功能是辨词，跟强调很不一样，而其他音节弱读的现象也大多跟强调

无关。有一种流行的概念是，焦点的功能是标记新信息，这就意味着所有载带新信息的成分都应该是焦点，

这当然是讲不通的。更不用说，正如 Krifka（2008）[92]、Ladd（2008）[29] 和 Terken（1984）[93] 已指出的，旧

信息也一样可以成为焦点。例如，“是张三还是李四得了第一？”“张三得了第一。”这里的“张三”在问话

中已经被提到了，所以不是新信息，但仍会被自然地强调。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基于语义学的定义是，焦点

是为了排除在理解上可能会出现的其他选项（Krifka, 2008[92]; Rooth, 1992[94]）。例如在说“张三得了第一”

时，如果强调“张三”就是为了排除“李四、王五”，如果强调“第一”则是为了排除“第二、第三”。这种定义

实际上是把焦点跟辨词的功能混为一谈了。例如在“张三得了第一”中，张三作为一个独特的词，本身就已

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词：张三 ≠ 李四、王五、赵六，等等，所以，强调某个词的真正功能不可能是为了再进一

步排除句中同一位置上的其他选项。更可能的是，强调是为了让听者把注意力放在“张三”上，而不是放在

“得了”或“第一”上。所以，排除的对象是同一句中其他位置上的词。对此已有一些实验的证据。Chen et 
al.（2012）[95]、Chen et al.（2014）[96] 和 Kristensen et al.（2013）[97] 通过 fMRI、ERP 和眼动实验发现，信息的

新旧跟记忆提取有关，而焦点的作用则是在理解语句时对注意力的分配。所以，焦点的功能很可能是为了

让听者额外注意被强调的信息。

一个完善的焦点理论应该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什么信息是有必要强调的，即焦点的确切落点在哪里。

对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理论能够做到。不过，实证研究已掌握了一些保证可以引导确切焦点的语境，最常

见的就是上面例子中的特殊疑问句。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前文给出错误信息，然后引出后文用焦点否定。

如 A：“张三去北京了。”B：“不对，李四去北京了。”有的语法结构或特定的词，如“是”“只有”“仅仅”等，

也往往会引出焦点，但并不能决定焦点的精确落点。如“张三是跟李四去的北京”，焦点既可以落在“是”上，

也可以落在“李四”上，甚至可以落在“跟”上。其真正的决定因素尚不清楚，所以仍然是焦点研究的一个具

体难题。

还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把焦点作为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的一部分，该结构还包括已

知信息（givenness）和话题（topic）。信息结构的概念来自 Halliday（1967）[98]，后来又有 Chafe（1976）[99] 等的

进一步发展。前面讲到的选项理论（Krifka, 2008[92]; Rooth, 1992[94]）也和信息结构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也有

共同的问题，即把焦点载带的新旧信息跟词汇载带的分词信息混淆了。另外，由于信息结构号称是一个自

成一体的结构，这就意味着要把焦点这个本来就足够复杂的概念再用一个更加模糊的概念涵盖起来，这在

理论上显不出明确的优越性，对实证研究也看不出会有多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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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点的语调编码

焦点语调的研究历程可以说更为曲折。有意思的是，最传统的英国学派的调核分析理论从一开始就是

围绕着焦点语调建立的。Palmer（2022）[9] 开篇就指出，英语中的强调主要是用音高模式来表达的，而调核

就是一个语调群里最为凸显的重读音节，即一般所说的句重音。但由于该理论以形式为先，调核这个概念

同时涵盖了词重音、句型等功能，所以，调核并不完全与焦点等同。同理，AM 理论的核心音高重音（nuclear 
accent）也跟焦点部分地对应，但也因为又跟词重音混在一起，所以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焦点。

直接从功能出发的焦点语调研究，最经典的应该是 Cooper 和 Eady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三连发的文

章（Cooper et al., 1985[100]; Eady & Cooper, 1986[101]; Eady et al., 1986[102]）。他们通过用特殊疑问句引导焦点

产出的实验发现，在美国英语里，焦点在陈述句里不仅抬高了焦点处的音高峰值，而且压低了焦点后的音高

峰值，但对焦点前的音高峰值没有明确影响。其中的第二条，后来被称为焦点后压缩（post-focus compres-
sion— PFC）a，是最重要的音征。Xu & Xu（2005）[103] 在对美国英语焦点的音高曲线做了详细的分析后，核

实了 Cooper 和 Eady 描述的三段式焦点编码，并进一步揭示了焦点和词重音各自用不同的音征独立编码。

Xu（1999）[81] 发现，焦点在普通话里用的也是和英语一样的三段式编码模式，即焦点前调域不变，焦点处调

域加宽，焦点后调域下压。在此之前，沈炯（1985[46], 1994[28]）的研究已指出焦点处有高音线骤落，但没有明

确提出焦点后压缩这个音征。随后的多项研究进一步核实了焦点在普通话里的三段式编码（S. Chen et al., 
2009[104]; Y. Chen et al., 2014[105]; Wang & Xu, 2011[106]; Wang et al., 2018[107]）。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焦点后压缩不只发生在英语和普通话里，也不只是散落在互不相关的不同语

言里，而是跨语族的。其所涉及的语言包括印欧、阿尔泰、乌拉尔、达罗毗荼等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多数语系

（Xu, 2019）[108]。但是，焦点后压缩在汉藏和亚非语系里是两分的：偏北方的语言有，偏南方的语言没有。如

在汉语里，多数北方方言都有，但南方方言，如粤语（Wu & Xu, 2010）[109]、闽南话（S. Chen et al., 2009）[104]、重

庆话（Qin & Xu, 2020）[110] 就没有。在亚非语系里，阿拉伯语（Alzaidi et al., 2019[111], 2023[90]）、希伯来语（Amir 
et al., 2023）[112] 里有，但北非地区偏南的语言（Zerbian et al., 2010）[113] 就没有。有意思的是，焦点后压缩

的这种跨语族的分布跟 Nostratic Macrofamily 假说（Bomhard, 2008）[114] 和语言随农业扩散假说（Diamond 

& Bellwood, 2003）[115] 有所相似。虽然汉藏语系没有被包括在 Nostratic 超语系里，但是中国北部的大片区

域在历史上是属于阿尔泰语系所在地的。所以，Xu（2011[116], 2019[108]）、Xu et al.（2012）[117] 提出，焦点后压

缩源自 Nostratic 超语系假说里的原始语所在地，即新月沃地——大、小麦农业发源地，至少有 1 万 3000 年

的历史。而北方汉语和藏语里之所以有焦点后压缩，是因为他们跟印欧语系有共同祖先，因为该音征只有语

言内部的跨代习得才可能保持，它是无法跨语言传播的（Chen, 2015[118]; Chen et al., 2014[119]; Xu et al., 2012[117]; 

Wu & Chung, 2011[120]）。而南方汉语方言没有焦点后压缩，可能是由于当地汉语最初来自北方派来的官员和

军队造成的语言替换，当地人是作为二语来学习汉语的，因此无法学会焦点后压缩（Chen, 2015[118]; Chen et al., 
2014[119]）。不过，最新的一项研究又发现了焦点后压缩在特定条件下跨语言传播的可能性。Yang（2022）[121]

发现，一些从内地移居香港多年的人说的粤语表现出了焦点后压缩，于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焦点后压

缩的起源仍然只有一个，但传播的方式也不排除特定条件下的跨语言传播。焦点后压缩的单一起源假说看

起来有些过于离谱，因为历史语言学很少能把语言间的关联追踪到 1 万年前（Renfrew et al., 2000）[122]。但

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足以证伪的反例，相反却有一再出现的新例证（刘璐、王蓓、李雪巧，2020[123]； 王玲 et 
al., 2011[124]; Alzaidi, Xu & Xu, 2019[111]; Amir et al., 2023[112]; Ipek, 2011[125]; Lee & Xu, 2010[126]; Shen & Xu, 

2016[127]; Syed et al., 2022[128]; Taheri-Ardali & Xu, 2015[129]; Wang, Qadir & Xu, 2013[130]）。由于针对这个假

a最早使用焦点后压缩这个概念的是Sugahara的博士论文（2003）。Xu（1999）曾用焦点后下压（post-focus suppression）来描

述北京话的焦点语调。Chen et al.（2009）开始用焦点后压缩（PFC）概念，以便涵盖美国英语疑问句里焦点后既压缩又抬高的

现象（当时还不知道 Sugahara 的博士论文）。但焦点后压缩在调核分析理论里被归为焦点之外的低调尾，在 AM 理论里被描

述为去音高重音（de-accenting），跟焦点处的调核重音分属不同的音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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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研究都是实证性的，所以一旦有例外可以很容易核实。这就使得今后很容易进行更多的研究。

3. 焦点和音高重音、声调、词重音的关系

从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到，焦点研究中最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焦点跟重音的关系。这里的重音指的是

一种可以涵盖许多韵律现象的特征，该特征在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上常常表述为凸显（prominence），而在语

调音系学里则往往对应于音高重音。这种用某个单一特征涵盖许多韵律现象的思路碰到声调语言就产生

了困难。例如，虽然普通话的一、二、四声在焦点下都会显现出明显的音高峰（Xu, 1999）[81]，但是，由于声调

的功能显然不同于重音，把这些音高峰视为凸显或音高重音的直接声学表现就比较牵强了。更为合理的结

论是，在焦点下，声调的调域被加宽了（Xu, 1999）[81]。Chen & Xu（2006）[131] 又进一步显示，即使普通话里

的焦点后压缩也跟声调的轻声一样分别有各自的声学表现，也不应该用低凸显度来同时涵盖。这种分离的

原理一旦在声调语言里成立，自然也可以用于其他语言。譬如从功能上来看，英语的词重音其实跟汉语的

声调相类似，因为它可以决定像 subject 这样的词是名词还是动词：前重是名词，后重是动词。早在 1958 年，

Fry[35] 就通过感知实验发现，这类英语词的动、名之分在陈述句里只需两音节之间的音高差达到 5 Hz 就可

以在感知上没有任何混淆了：前高的是名词，后高的是动词。并且，即使音高差增大到 90 Hz，分辨率也没有

任何提高。由此可见，英语里用于分词的词重音只需高 5 Hz 就足够了，再多出来的，即使明明是发生在重读

音节上，也是额外的，跟词重音本身无关。Xu & Xu（2005）[103] 通过对美国英语的声学分析发现，无论是在

焦点前或焦点后，重读音节的音高也只比相邻音节平均高出约 5 Hz。这么小的峰在大起大伏的语调曲线上

虽显得微不足道，但也足以实现 Fry（1958）[35] 发现的表达词重音所需要的音高差别。

焦点与凸显的本质差别还可以从它们的感知模式上看出来。Rump & Collier（1996）[132] 发现，如果把

荷兰语句子 Amanda is going to Malta 的句首词和句尾词的音高峰高度分别调节为连续统后，再让受试判断

它是句首焦点、句尾焦点、双焦点，还是无焦点，得出的结果呈范畴式分布。Mixdorff（2004）[133] 在芬兰语里

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相反，对于同样的连续统，如果受试的任务是判断凸显度，得到的结果则是非范畴的

连续性感知（Gussenhoven et al., 1997）[134]。所以，Terken & Hermes（2000）[135] 在总结了他们多年来所做的

一系列凸显感知实验后坦承，弄清凸显的感知机制需要充分考虑它跟口语里的交际信息是如何对应的。时

至今日，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声调或非声调语言，都没有必要再继续固守凸显这个笼统而模糊的概

念，完全可以直接考察焦点和分词（用声调或词重音）各自的音高编码。

对于汉语普通话，词重音本身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众说纷纭，看起来难以达成共识，但如果

将之分为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已经有答案了：（1）普通话有无类似于英语的区别性词重音？（2）

普通话有没有非区别性词重音？（3）非区别性词重音的功能是什么？（4）重音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第一

个问题，已有很多证据表明普通话里的轻声跟英语的弱读音节非常相似，见表 2：
表 2  英语弱读音节和普通话轻声共享的声学特征

英语 汉语（普通话）

元音央化 Ladefoged（1982）[136] Chao（1968）[45]

音高目标改变 Fry（1958）[35] Chen & Xu（2006）[131]

时长缩短 Crystal & House（1988）[137], Nakatani et al.（1981）[139] 林焘（1985）[138]

发音弱化 Xu & Xu（2005）[103] Chen & Xu（2006）[131]

另外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母语为法语、韩语等没有词重音语言的人对词重音不敏感，他们被称为重

音失聪（stress deafness）；而母语为汉语者能够很好地感知英语重音（Lin et al., 2014[140]; Chrabaszcz et al., 
2014[141]），说明汉语里的轻声使感知系统能够处理一个以轻重为标度的编码维度。在这个轻重维度里，关键

的是轻而不是重。而轻，如表 2 所示，是一个多维度的特征。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发音弱化，因为它指的

是目标趋近模型里的目标力度参数。声学分析和数字模拟的证据都表明，汉语轻声的力度远弱于非轻声的

声调，这导致目标趋近严重不到位（Chen & Xu, 2006[131]; Xu & Prom-on, 2014[70]）。相反，没有证据表明重读

音节是靠增强发音力度来显示其重的，反而是音节越长，发音力度（stiffness）越弱（Ostry et al., 1983[142]; X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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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n, 2019[84]）。Xu & Prom-on（2019）[84] 在对英语的共振峰曲线做了仔细分析和模型推导后提出，正

常话语中的发音力度已经达到饱和，没有进一步增强的余地。所以，表达重读所需要的目标充分趋近，靠的

是增加时长，而不是增强力度。由此进一步提出，口语中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而不是能量。其原因是我们

在单位时间内要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迫使目标趋近的力度常规地达到饱和状态。好在发音肌肉所需

的能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聊几个小时的天都不会觉得累。这个发现对“省力说”（Zipf, 1949）[143] 这样的

基本假说提出了挑战。至少在人类语言上，许多一般理解为省力的现象，其实很可能是省时现象，即尽可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最多的信息（Xu & Prom-on, 2019）[84]。

有了以上的回顾，就可以进一步讨论非区别性词重音了。许多学者都提出，普通话在轻声之外还有轻重

音节之分（Chao, 1968[45]；颜景助、林茂灿，1988[144]；Duanmu, 1993[145]；冯胜利、林晓燕，2023[146]）。但是，正如

端木三（2022）[147] 提出的长重短轻原则，这些轻重之分往往跟音节时长有关。例如 Chao（1968）[45] 认为，三

音节词的轻重模式是 231（1 代表最重），这正符合 Xu & Wang（2009）[148] 发现的三音节词时长模式，即末音

节最长，中间音节最短。但是，Xu & Wang（2009）[148] 同时还提供了量化证据，表明这种时长之差并不反映

发音力度，而是直接用来标注语流中音节组合的边界。Nakatani et al.（1981）[139] 发现，在英语这个典型的词

重音语言里，词重音和边界对时长都有显著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是相互平行的，极少交互作用。而边界标

注的规律是，边界前音节会显著延长，并且边界强度越高，延长越多。所以，在普通话三字词里，最后一个音

节最长是为了标注边界，而不是为了加重；而中间音节最短是由于对组内音节的压缩，而不是为了把它变成

弱读。当然，短音节听起来轻、长音节听起来重也是有原因的。如表 2 所示，时长是区别性重音的特征之一。

Fry（1958）[35] 也发现时长是比音强更重要的重音感知特征（不过远弱于音高）。但综合以上的回顾就可以

明白，以往对普通话非区分性重音的判读，往往是把用于标界、分组的时长差别听成了轻重音之别。

对音节时长的研究还增进了我们对语言韵律的另一个方面的认识，也就是节奏。很长时间以来，已经

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是，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种节奏类型：重音等时（stress-timed）、音节等时（sylla-
ble-timed）、莫拉等时（mora-timed）（Abercrombie, 1967[149]; Bloch, 1950[150]; Pike, 1945[151]）。但是，从来就

没有研究找到过这些单位在任何一个语言里实际时长相等的证据（Ramu et al., 1999）[152]。于是，Ramu et 
al.（1999）[152] 又提出一套仍然可以把语言按传统节奏类型分开的节奏指标（rhythm metrics），并由此引领了

新一轮的节奏研究热，研究者们纷纷提出多套节奏指标，为各种语言做分类。根据这些指标，汉语普通话总

是被归类为音节等时的语言（Grabe & Low, 2002[153]; Lin & Wang, 2007[154]; Mok & Dellwo, 2008[155]; Nolan & 

Asu, 2009[156]）。但问题是，这些节奏指标测量的并不是重音组、音节或莫拉的时长，而是元、辅音的时长分

布和偏差，所以并未能证明传统的节奏类型假说，只是间接反映了一个语言里的音节复杂程度。为了给节

奏类型假说找出哪怕一点蛛丝马迹，Wang et al.（2023）[157] 通过语料库对美国英语和汉语普通话作了细致

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英语没有任何等时的倾向，重音组的时长几乎完全等于组内音节时长的和；相反，普

通话反而有短语等长的趋向，即短语总时长的增加慢于短语音节数量的增加。有意思的是，其主要原因之

一正是前面提到的三音节词呈 231 的时长模式，而四字组的时长模式则为 2431；而英语里的三、四音节词呈

现的是 221 和 2221 的模式（与 Nakatani et al.（1981）[139] 的发现相似），即没有组内音节压缩。所以，Wang 

et al.（2023）[157] 的发现足以完全否定节奏类型假说，因为英语作为最典型的重音等时语言，却连一点等时

的倾向都没有。

（二）句调 / 句型 / 疑问 / 陈述

对疑问句语调的探讨很早就开始了，研究者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疑问和陈述的语调差别，主要表现为句

尾音高的升或降（Bolinger, 1978[158]; Greenberg, 1963[159]; Uldall, 1960[160]）。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差别

并不只是升或降那么简单。首先，一般理解的升降，是句末最后一个音节里有类似于声调一样的局部上升

或下降。但是，很多语言的疑问句并没有句末音节的升调，例如那不勒斯意大利语的疑问和陈述句末的音

节都是降调，只是疑问句句末音节的音高峰更偏后（D’ Imperio, 2002）[161]。疑问句尾音节为降调还发生在西

班牙语（Prieto, 2009）[162]、鲁尔蒙德荷兰语（Gussenhoven, 2000）[163]、希腊语（Grice, Ladd & Arvaniti, 20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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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语（Gósy & Terken, 1994）[165] 等语言里。其次，一般理解的疑问 / 陈述之差都只发生在句末音节上，

以至于 AM 理论把句末音高模式称为边界调（boundary tone）。但有学者很早就提出，疑问句的音高上升可

以发生在整句上。Thorsen（1978[166], 1980[52]）发现在丹麦语里，陈述句、含疑问句法的以及不含疑问句法

的疑问句可以由整句的音高倾斜度来区分。最后，句法上的疑问句并不一定表现为语调上的疑问句。Fries
（1964）[167] 在一个地图任务语料库里发现，在自然交流中的美国英语里，有高于 60% 的语法疑问句是用降

调说的。Hirschberg（1995）[168] 也报告说在一个自然语料库里有 43.3% 的是非问句呈降调。不过，Hedberg 

et al.（2017）[169] 在标注了两个电话会话语料库后发现，绝大多数（90%）一般疑问句都是用升调的。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的早期发现有可能夸大了降调疑问句的比例。

即使整句音高上升或下降也不足以概括疑问 / 陈述语调之对立，因为这个功能跟分词用的音高模式以

及焦点语调也有多重交互作用。Eady & Cooper（1986）[101] 发现，在美国英语的疑问句里，音高峰的高度和

形状都受制于句型和焦点位置。在无焦点和句末焦点句里，只有最后一个词的音高是疑问高于陈述；当焦

点在句首时，焦点处的音高没有疑问 / 陈述之差，但焦点后所有词的音高都被抬高了。同时，无论焦点位置

在哪里，焦点所在词内部的音高曲线都是疑问句里上升、陈述句里下降。Liu et al.（2013）[87] 在对美国英语

音节内音高作曲线分析和数字模拟后发现，陈述 / 疑问在音节内的升降之差不仅发生在焦点处，而且发生在

所有重读音节的底层目标上。也就是说，美国英语里的疑问、陈述之差在第一个词重音上就体现出来了，而

且这种差别使人在听到句子的第一个词时，就可以辨别出该句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Saindon et al., 2017）[170]，

这跟其他一些印欧语疑问句给人的感知相似（Face, 2005[171]; Thorsen, 1980[52]; van Heuven & Haan, 2000[172]）。

有意思的是，Pierrehumbert 在她的博士论文（1980）[7] 里就已经注意到句尾前词内的音高曲线跟句末音节的

音高曲线相似，但她将之称为回响音高重音（echo accent），意思是其曲线形状是对句末边界调的回响。更有意

思的是，在随后被广为接受的AM理论里，包括ToBI语调标注系统（Silverman et al., 1992）[173]，对此再也不提，

形式为先的思路对发现功能性语调编码的阻碍由此可见一斑。

Liu et al.（2013）[87] 还发现，普通话疑问语调的编码跟英语很不一样。首先，疑问与陈述之差是从句中

第一个焦点处才开始显现的，而且完全没有像英语疑问句那样在焦点后大幅抬高音高，而是像陈述句一样

在焦点后音高骤降，只是降的程度小于陈述句。其次，疑问语调即使在句末也不改变声调的基本形状，只是

抬高声调的整体调域。在这一点上，多项研究的发现都很相似（劲松，1992[174]；林茂灿，2004[175]）。不过，

有的汉语方言里的疑问句对声调影响很大，如粤语疑问句句末音节全都变为升调，造成了严重的声调混淆

（Fok-Chan, 1974[176]；Ma, Ciocca & Whitehill, 2006[177]）。这种语调与声调之间的关系因方言而异的现象是

否有底层机制的因素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跨语言差别是，在非洲一个地区的多种

语言里，疑问语气的表达完全不用句尾升调，既没有像英语和粤语那样的音节内的上升，也没有像普通话那

样的只是全句调域斜线上升，而是用句尾气声、元音加长或整句音高抬高等手段（Connell, 2017[178]; Rialland, 

2009[179]；Salffner, 2010[180]）。结合前面讨论过的焦点后压缩语调的历史来源来看，疑问语调的历史渊源可

能更加久远（有可能追溯到智人走出非洲之前），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不主要靠语调编码的交际功能

本文回顾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狭义上的语调，即只包括语句中音高变化模式的研究。但在语调研究史上，

有一些交际功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音高模式有密切关系，但后来的研究却发现它们并不主要靠音高来

编码，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分组 / 标界，一个是情感。

1. 分组 / 标界

分组和标界两个说法同时用是因为始终找不到一个最合适的术语。这个功能指的是用韵律手段把语

流中的音节串分成或大或小的群组，这些群组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还可以是其他单元。凭直觉，如何分

组应该首先取决于语法结构，但很早就有人指出，韵律分组并不是完全由语法决定的（Selkirk, 1986[181]; Shih, 

1986[182]），而是自成一个韵律层级体系，其组成单元从小到大为莫拉、韵律词、音步、短语、语调短语、音系短

语、语句，等等。不过，这一类韵律层级体系里单元的定义严重依赖重音。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脱离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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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重音把焦点、区别性词重音、非区别性词重音都混为一谈了，结果就造成了层级结构内部的定义多为

循环性的（Wang et al., 2018）[107]。例如 AM 理论规定每个语调短语里只能有一个音高重音，所以，如果有两

个音高重音就必须有两个语调短语。在这样的循环式定义下，对边界的语音标记的识别就无法保持客观了。

前面已经提到，Nakatani et al.（1981）[139] 发现，英语的边界类型（词或短语）对音节时长的影响独立于词重

音对时长的影响。这就跟其他许多研究的发现一致，即标界的主要特征是时长，而不是音高或其他语音特

征（English: Lehiste, Olive & Streeter, 1976[183]; Lehiste, 1996[184]; Korean: Jeon & Nolan, 2013[185]; Mandarin: Xu 

and Wang, 2009[148]）。所以，对分组 / 标界功能的考察可以完全摆脱重音的束缚。

时长标注边界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边界前的音节加长（Beckman & Edward, 1990[186]; Klatt, 1976[187]; Le-
histe et al., 1976[183]; Nakatani et al., 1981[139]）和边界处的无声停顿（Jeon & Nolan, 2013[185]; Yang & Wang, 

2002[188]）。除此之外，Xu & Wang（2009）[148] 还发现普通话里有组中缩短， 即前面提到的 231 和 2431 时长

模式；以及非单字组组末缩短，即非单音节组末音节短于单音节组的现象。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外加的时长

变化手段，普通话可以呈现英语里没有的短语等时的倾向（Wang et al., 2023）[157]。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发

现是，普通话里的边界前延长到了类似于短语的单元之上就不再继续增加了，而是外加无声停顿；而英语里的

边界前延长则跟随边界强度不断增加，只有到边界强度相当高时，才开始有无声停顿（Wang et al., 2023）[157]。

有意思的是，这个发现跟说普通话的人的听觉感知是一样的（Kuang, Chan & Rhee, 2023）[189]。

对分组的语音标记的研究还会对一些广为接受的韵律组单元提出疑问。例如，一般都认为普通话里

的二字词都自成一个音步（冯胜利，1998[190]; Duanmu, 1996[191], 2022[192]）。但是，已有不止一项研究发现

二字词并不是总有边界前延长（王晶，王理嘉，1993[193]; Wu, 2017[194]; Xu & Wang, 2009[148]; Zhang et al., 
2026[195]），这就意味着二字词常常不被处理为带边界标记的韵律单元。如果非要强调音步的核心特征是轻

重交错的模式，前面已经讲到，三音节、四音节字组里的所谓轻重交错实际上是对音长的感知效应，已有研

究发现较短音节的发音力度反倒可能更大（Xu & Wang, 2009）[148]。王洪君（2004）[196] 曾提出，汉语的节奏

类型应为松紧型，而不是像英语那样的轻重型。不过，正如本节内容所显示的，用于标界的时长变化在英语

中同样很大，所以，按这个标准英语也是松紧型的。从这类争论中可以看到，不仅音步，其他被广泛接受的

韵律单元都有功能和定义不清的问题；而且也不光是汉语，其他语言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今后，从功

能、实证、数字模型化着手的研究也许会有新的突破。

2. 情感

在谈到语调的功能时，人们常常会把语气、态度、情感都包括在内，由此引发了各种寻找与情感对应

的语调模式的努力。但是，这一思路的研究收获甚少，因为很难找到与情感对应的特定语调模式（Bänziger 
& Scherer, 2005[197]; Bolinger, 1989[198]; Gussenhoven, 2002[199]; Halliday, 1985[200]; Mozziconacci, 2002[201]; 

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 1990[21]）。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研究思路没有考虑到人类情感的表达跟其他动

物有很多共通之处，其来源很可能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关于动物对情感的表达，Morton（1977）[202] 在考

察了大量哺乳类和禽类动物的鸣叫后发现，与进攻性行为相伴的鸣叫声，音高偏低，音质偏粗糙；而与恐惧、

顺从行为相伴的鸣叫声，音高偏高，音质偏柔润。他由此提出，前者的功能是使鸣叫者显得巨大，可以吓退

听者；而后者是为了使鸣叫者显得矮小，可以吸引听者。Ohala（1984）[203] 又将该假设推广至人类语言，并

进一步提出，说话时改变声道长度也可产生类似的效果，即拉长声道可以让自己显得块头大，缩短声道可以

让自己显得块头小，而且微笑的表情也是为了缩短声道而把嘴角后拉。后来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这个

可称为 Morton-Ohala 假说（Xu, 2023）[204] 的理论是有道理的（Chuenwattanapranithi et al., 2008[205]; Xu et al., 
2013[206]; Xu, Kelly & Smillie, 2013[207]）。最重要的是，话语中的情感表达并不需要特定的语调，而是可以通

过改变任何语句的总体音高、共振峰离散度（formant dispersion）和嗓音型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其中，嗓音型的

作用尤其显著（Cai & Xu, 2023[208]; Xu et al., 2013[206]），如愤怒的语气用的是粗燥的嗓音、拉长的声道、较低

的基频，而高兴的语气用的是气声的嗓音、缩短的声道、较高的音高。不过，在这些声学特征里，音高是最不

可靠的，因为愤怒的语气往往会由于音量的提高而上升，以至和高兴不相上下（Cai & Xu, 2023）[208]。这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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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为什么早期的研究总是发现无法通过音高和音强来区别高兴和生气（Xu, 2023）[204]。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语调研究历史的回顾，着重追寻人们对语调认知的发展，而不只是简单历数谁做了什么。从

这个回顾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大趋势，即从形式为先到功能为先的理论思路的转变，以及从抽象描述到参数

生成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以这两个大趋势为主线，就比较容易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海量文献里理出头绪；还

可以帮助今后的研究尽量避免重复性的工作，以便探索真正未知的领域。在第一个大趋势里，以发现交际

功能的编码为目标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诸如焦点、陈述 / 疑问、分组 / 标界、情感等功能的韵律编码，但其背

后的交际功能的底层机理仍不甚清晰。比如对焦点语调，现有的研究只是确立了焦点的语音表现，但焦点

会在何时何处出现还很不清楚。现有的种种理论明显偏向于预测过多的焦点，但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

案。所以，今后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用已知的焦点语调为检验标准，反过来弄清焦点功能的本质。这种

用已知的编码方案为检验手段来探讨交际功能本身机理的研究，可能会让语调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另

外，还有许多交际功能的语调编码也需要弄清更多的细节，其中一些是某语言特有的，如北京话的句末语气

调（Chao, 1968[45]; Li et al., 2012[209], 2013[210]）和英语的反驳语调（contradiction intonation）（Nolan, 2020）[211]；

还有一些是跨语言的，如话题（topic）语调（Wang & Xu, 2011）[106]、插入句语调（parenthetical intonation）（Levis 

& Wichmann, 2015）[2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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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best Choice

MA Yiqun, FENG Yinqin

(National Audit Institut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disparities in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across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under divers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explores the path selection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three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best choice.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varies significantly among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exert differentiated influenc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Southern Jiangsu Model, rooted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achieve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resident affluence,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The Wenzhou Model, dominated by the private economy, presents prominent advantages in 
residents’ spiritual fulfill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udong Model, relying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ws 
distinct strengths in improving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y adopting localiz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ailo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model; second-best choic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History of Intonation Research
XU Yi

(Department of Speech, Hearing and Phonetic Scienc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N 1PF)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onation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intonation research. From this review, two major trends emerge: a shift i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from form-first 
to function-first approaches, and an evolu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from abstract description to parametric 
generation. Using these two trends as guiding threads allows us to bring order to a vast body of literature, 
enabling future research to focus on genuinely unexplored areas while avoiding redundant efforts. Within the first 
trend, researches aimed at identifying the encoding of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have revealed prosodic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s such as focus, statement vs. question, grouping/boundary marking, and emotion. In 
contrast, the trend from abstract description to parametric generation of intonation is still at a very early stage. 
Investment in the study of intonation through computational modeling remains limited, partly due to its perceived 
difficulty, but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it is often not regarded as part of mainstream foundational research. 
Because parametric models inevitably aim to simulate surface pitch contours,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they may 
sacrifice the level of abstraction required fo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However,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NTAtrainer shows that computational modeling is not only compatible with theoretical modeling, but can 
actually provide an effective means of testing intonation theories. A truly valid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must be one 
that is capable of reproducing surface details.
Key words: intonation; tone; lexical tone; focus; function-first; form-first; grouping; boundary 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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